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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制度下的差异性治理：多样化村治模式的理论
逻辑与基本框架

张亚婷
（北京城市学院   公共管理学部，北京   海淀   100083）

摘 要：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形态、经济发展、历史文化传统等社会基础的差异性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村治模式呈

现多样化。论文尝试从乡村社会的组织认同单元、经济发展差异、地域民族文化三个维度构建多样化的村治模式。南方

乡村社会以宗族组织为认同行动单元，构成紧密型的宗族组织治理模式，北方乡村社会以家庭为基本的行动单元，偏于

松散型的组织治理；经济发展是以市场契约为前提的，经济较发达的乡村地区应偏于契约治理，欠发达地区则更偏重于

熟人关系治理。地域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的基本认同与行动单元。总之，不同地区的村治模式需要结合乡村本土特征，

赋予治理一定的灵活性和社会弹性空间，以此为基构建差异性村治模式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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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乡村治理是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乡村社会

呈现区域性非均衡发展的特征。随着现代化的推

进，乡村治理目标的精准性、治理过程的精细

化、治理手段的技术化以及治理体系的科层化不

断加强，自上而下的政策传达、监督体系不断完

善，但诸如厕所革命、人居环境整治实施过程中

出现的诸多问题，凸显出国家政策统一性与地方

区域差异性之间的矛盾。在政策自上而下的统一

性背景下，探索差异性乡村治理模式成为现代化

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议题。

贺雪峰以地方性认同为基础的行动单位视角

来理解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区域范围

往往是一个文化区域，也可以是一个相似的经济

区域。不同区域的地方性认同或以血缘，或以地

缘、趣缘，或以文化信仰为基础，构成宗族主导

型村治模式、家庭联合主导型村治模式、原子型

村庄治理模式等差异性乡村治理模式［1］。刘成良

以经济发展、“瑷珲—腾冲线”视角下的人口分

布、治理疆域等为重点参照，从类型学意义上提

出东部发达地区适宜网格化治理模式，中部欠发

达地区适宜传统熟人社会的简约治理模式，西部

边疆地区更关注贫困治理。发达地区的人口密

度、专业人才、财力、治理的事务、治理的技术

等与欠发达地区有着显著的差异，治理的成效与

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体系有极大的相关性，尤其

是财力的支撑。如果把东部有效的治理经验照搬

到中西部地区，则必然出现“水土不服”［2］。黄

君录等人以社会关联与经济发展程度为依据，指

出经济发达的聚合型村庄治理应法治与德治相结

合使用，离散型村庄以法治为要。经济欠发达地

区的聚合型村庄以自治为主［3］。崔益邻等人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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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robit 计量模型回归分析，从制度、经济、文

化视角研究发现农地流转治理结构及其转型逻辑

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其中经济利益驱动和文

化观念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得出东部和西部地

区偏向契约治理，中部地区偏向关系治理的基本

结论［4］。

总的来说，学界对于乡村社会的差异性、区

域性特征是有共识的，尤其是由经济发展水平的

差异引起各地区在人口密度、社会关系、治理事

务等方面的区域差异显著，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

统一制度下的差异性村治模式的基本框架。虽然

不同学者对区域性差异的认识视角不尽相同，但

地方性认同为基础的行动单位、乡村经济发展程

度、社会关联等是构建乡村有效治理模式的基本

维度。地方性认同的行动单位或以乡村的家族组

织、村民小组、妇女组织等为基本单元，或以邻

里、亲朋关系为基本单元，或以地方性民俗文化

为基本单元。社会关联程度既内涵着乡村社会关

系的联结程度，又反映乡村社会组织与组织成员

集体行动的能力。论文在此基础上，从系统性视

角把乡村社会的组织认同单元、经济发展程度、

民族文化认同作为乡村治理的基本维度，探讨多

样化村治模式的理论逻辑与基本框架。从乡村社

会组织的认同视角，中国乡村社会可以大致分为

南方紧密型宗族组织、北方松散型组织类型；从

经济发展程度的维度上看，中国乡村社会可以划

分为东部经济发达、西部经济欠发达、中部经济

发展程度相对中等三类，与之对应的是契约治

理、关系治理、契约与关系相均衡的治理模式；

以文化认同为基本行动单元的治理视角，中国乡

村社会可大致分为少数民族与汉族两大类，民族

文化信仰是少数民族地区成员联结、集体行动的

核心要素，因此应探索因地制宜的民族文化治理

模式。

二、组织认同单元：南北方乡村

社会的治理差异  

传统的中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受

温度、降水、气候、地理特征等方面的影响，中

国的南方多山多水少田，适宜种植水稻、甘蔗等

农作物。北方呈现降雨少、多连片平原的地理特

征，以种植小麦、大豆、玉米等相对耐干旱的农

作物为主。一些学者认为，南北方的地理特征、

气候等农耕生产的先天差异性决定南北方乡村社

会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乡俗文化等。南

方地区农业耕作由于梯田、丘陵等地理特征更需

要农户之间相互合作完成生产，由此衍生形成南

方聚族而居的紧密型宗族村庄。而北方地区连片

平原的地理特征决定地区的农业仅在公共的灌溉

领域需要合作，农户居住相对南方比较分散。由

于历史上北方战乱、旱灾等影响，北方乡村社会

成员不断分散迁移，呈现出多姓村庄的特点，社

会结构较为松散。贺雪峰教授在多年实地调研的

基础上，从社会结构的紧密程度及村民一致行动

能力的角度，认为中国乡村呈现为南方团结型村

庄，北方分裂型村庄，中部地区多分散的原子化

村庄的特点［5］。从乡村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分

裂型村庄和原子化村庄都属于农民认同与行动单

元的弱化，团结型村庄具有很强的农民认同与行

动单元。这一结论与论文的研究分类基本一致，

即南方乡村社会大多还保留着紧密型宗族组织的

特征，北方乡村社会属于松散型的组织联结类

型，在这一基础上形成南北方不同的乡村治理

模式。

（（一一）） 南方紧密型宗族组织治理模式　南方紧密型宗族组织治理模式　

华南地区多丘陵、梯田的耕种条件相对于北

方平原地区的种植方式，更需要日常性的聚集合

作互助，所以宗族组织在中国南方地区更为盛

行。古代南方生活长期稳定，往往一个自然村就

是一个宗族稳定生活的地方，以血缘关系为核心

纽带形成的宗族组织与区域地缘关系相统一。如

江西、福建、广东等省的多数乡村通常是聚族而

居的宗族性村庄，同一个村庄往往由同一个始迁

祖繁衍生成，形成以族长为首，祠堂、族谱等为

承托共同信仰载体，以父系血脉为核心的组织成

员的紧密型乡村社会基础，宗族组织是一种关联

性很强的伦理共同体。族长是宗族的贤能权威代

表，对上沟通祖先，对下统率族人，在宗族祭

祀、维护宗族利益、调解纠纷、统率族人开展集

体活动等方面拥有最高权力，是维持宗族团结稳

定发展的核心。祠堂是宗族组织的精神文化象

征，承载了所有宗族成员的信仰，发挥着规范行

为、道德教化、凝聚向心力的作用。祠堂也作为

公共空间，是处理公共事务和组织公共活动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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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场域，包括家族成员共同祭祀祖先、决定重大

事件、办理红白事、褒奖惩戒等事务。乡村祠堂

文化的外化形态表现为定期集资修缮祠堂建筑、

更新族谱、诵家训家书、执行族规等。这些外在

的表现形态承载着教化成员的价值。教化的意义

在于实现家族成员内在的个人德行与外在行为规

范的双重自我约束，达到文化自觉的效果。宗族

组织通过修祠堂、编族谱、定族规等方式来规范

家族成员的行为，以庄严肃穆的祭祀活动、集会

等手段教化族众，对祖先的祭奠以及红白喜事仪

式等都有一系列的行为规范，维系着家族成员的

共同身份与信仰、情感，加强族人共同认知，以

此来稳固宗族社会秩序。宗族姓氏越单一，乡村

社会秩序越稳定。

宗族型的村庄不仅保留着鲜活的村庄历史，

还承载着深厚的村庄整体感与主体感。所以基于

血缘关系的宗族组织及规范在南方乡村治理中发

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一些地方依然是笼

罩性力量。当前在南方宗族型村庄，家族或宗族

仍然构成村庄中强有力的认同与行动单位［6］。宗

族组织在协助村委会治理，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建

设领域发挥着主导性的力量，是乡村治理有效的

重要资源，当然也要注意防范宗族势力膨胀对乡

村政治权利的侵袭。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族

型的乡村社会已发生重大变迁，宗族组织的形

态、教化功能有所弱化，但宗族组织的文化仍然

以隐性的方式在成员的生活领域顽强延续着。在

乡村公共事务建设方面出现村民主体参与积极性

不高的困境，广东省云浮和清远两市通过将现代

治理理念与优良的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重建宗

族组织的方式横向联结所有村民，主要依靠家族

自治对宗族组织的治理资源进行现代化创新性发

展以重达自治［7］。当前南方乡村虽然已不是具备

强有力的完全行动能力的宗族组织，但村民仍然

具有宗族认同及一致行动的能力，这是紧密型村

庄的治理特点。

（（二二）） 北方松散型组织治理模式　北方松散型组织治理模式　

华北平原脆弱的生态和气候特点，如缺水易

干旱不利于农业种植，致使家族团体难以通过土

地生财获取物质基础，也就没有形成宗族组织的

社会基础，只因农耕生产需要形成以灌溉为目的

的组织、以精神信仰为核心的庙会等。北方的乡

村社会因距离行政中心较近，自古就有信奉国家

权利的传统，杜赞奇认为中国华北乡村受“权利

的文化网络”所支配，华北农村的各组织是很难

找出中心及范围完全相同的组织，他们以各种形

式相互交叉［8］。多元化的组织构成乡村社会的横

向联结，维持乡村社会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另

外，华北地区由于战乱以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形成多姓杂居的村庄结构。在由单一血缘关系延

伸的家族组织不够强大的情况下，各家族之间以

地缘共同体的身份共同完善水利设施、抵御外来

力量欺压，逐渐形成村庄共同体。北方乡村内部

的家庭依赖“五服”以内所形成的小亲族以及人

情交换的邻里、朋友等共同应对日常生活中的需

要，也即以“五服”或小亲族为家族认同与行动

单 位 ， 村 庄 内 部 有 多 元 力 量 而 没 有 形 成 强 大

宗族。

也有研究认为，华北地区的村落，基本上村

村都有共同信奉的村庙。一般独立的自然村通过

村民对村庄专属的庙宇认同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整

合，如基本村村都有土地庙，表达对土地的敬仰

和供奉［9］。寺庙作为乡村社会信仰的有形载体，

在整合建构乡村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10］。地方庙宇及相关的庙会等活动在精神文化

层面整合乡村社会的价值体系，增强乡村共同体

的凝聚力［11］。北方乡村依赖共同的文化-庙社形

成乡村社会共同的信仰，以信奉共同庙宇为统一

价值观念形成凝聚力。有个村子一座庙也没有，

被冠以“马甲贼村”的恶名，从侧面反映的是，

庙宇损坏到某种程度，就变得死气沉沉，影响力

也日渐衰退。而且，如果寺庙里面的和尚好逸恶

劳 、 道 德 败 坏 ， 全 村 的 风 化 都 有 可 能 受 到 伤

害［12］。梁永佳指出，当前不少乡村重视修缮村庄

庙宇，重建祭祀仪式、庙会活动等并不是经济效

益或政治需要驱动，也不是特定的宗教活动，而

是乡村社会生活生产的精神意识需要的“社会行

为”，旨在重新塑造天地人之间的关系，重建乡

村社会道德共同体［13］。这些研究共同印证横向联

结传统北方乡村社会的底层组织是较为松散的，

不同村庄的文化可能完全不同，没有统一的力量

形成社会整合，这些因素造成北方乡村社会的相

对原子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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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南北方差异性治理实践　南北方差异性治理实践　

传统南北乡土社会的社会基础呈现出明显区

域类型差异。宗族型乡村依然保持着传统熟人社

会的特性，血缘与地缘的重合使宗族组织成为强

认同与行动单元，祠堂、族规以及无形的文化力

量对内部成员有着强约束作用，乡村依靠伦理共

同体形成强社会整合。而北方乡村社会成员的认

同与一致行动能力较弱，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或

邻里街坊是重要的功能性组织，组织松散则形成

原子化或明显社会分化的村庄特点，如陕西省关

中地区、山西省运城市、河南省安阳市等北方农

村内部普遍存在“门子”“本家”等功能性的村

民血缘群体，这些群体的功能性主要表现在婚丧

嫁娶等大事上的互助。贺雪峰指出，在农民认同

与行动单元的基础上，陕西关中地区是以户族为

单位的村治模式；安徽徽州、湖北荆门、东北等

区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原子化村治模式；以河南

安阳为代表的是联合家庭主导的治理模式；以安

徽肥西县为代表的是村民小组起主导作用的治理

模式。这是典型的基于北方村庄社会分化特点而

形成的治理模式。

从公共事务的治理视角来看，传统南方宗族

型乡村社会的公共需求通过家族、长房、宗族等

具体的村庄力量来满足。而传统北方乡村往往更

欢迎并听从政府安排。这种传统底色的差异决定

当前南北方乡村社会的村干部属性不同。宗族性

村庄中，村干部的职能一般只是上传下达行政事

务，具体到乡村社会的生活生产矛盾纠纷，宗族

组织的权威代表会主持“公道”调解。涉及全村

或宗族的公共事务，如修祠、修路、红白喜事

等，通过宗族内生性权威或各种理事会就能组织

起来管理，很大程度上都与村干部无关，典型的

代表有江西、福建、广东、湖南等省部分农村。

北方村干部在村庄既是行政上的权威角色，又是

村庄的“当家人”，他们是在复杂的乡村关系竞

争中 （不同派系小亲族） 获胜的，代表着一定的

权威性，治理有效依赖于政治整合下的行政化治

理模式。

三、经济区域认同单元：契约治

理或关系治理  

社会是根植于其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之

上的。契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经济越发达

的地区，集聚效应越明显，乡村社会的人口密度

高、价值多元，社会关系趋于契约化。以东部经

济发达、西部经济欠发达［14］ 和中部经济发展水

平一般三个方面为基本的认同与行动单元构建差

异性乡村治理模式。论文提出，不同的经济发展

水平下，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乡村治理形式

和组合程度是不同的。以经济水平为自变量综合

考察，在经济发展水平从较差向较好的发展过程

中，会逐渐从“道德情感关系”治理转向“理性

契约关系”治理，即道德情感关系的比重会减

少，理性契约的程度会增加。相应的治理模式即

是经济越发达，陌生人社会的特性越明显，更偏

于契约理性的治理模式。而经济欠发达地区，传

统熟人社会的特性更多地被保留，更偏于熟人关

系的治理模式。

（（一一）） 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偏重契约治理　偏重契约治理　

近郊区、沿海等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

如广东、江浙等地域一般为工业化、城镇化比较

发达的区域，吸引大量的外来人口，形成“类城

市”发展的规模效应，即人口越规模大、多元

化，成员和产业的异质性越强，经济发展越繁

荣，对理性契约精神的需求就越强烈。在“类城

市”发展的趋势下，乡村社会的陌生人特质不断

增加，经济社会关系趋于复杂，传统礼俗秩序让

位于现代平等交往，乡村社会原有的价值体系被

稀释，村民的契约意识增强，经济理性逐渐成为

村民处理相互关系的重要准则。在这种经济社会

表 1　南北方乡村社会整合的要素对比

南方

宗族型村庄

北方

原子化村庄

社会基础社会基础

传统血缘熟人社会

强约束性

血缘、地缘、亲缘、交互的熟人社会

认同组织单元认同组织单元

宗族组织

紧密型

多元  小亲族

松散型

社会团结社会团结

伦理共同体

多种力量

原子化

社会整合社会整合

祠堂

权利、文化、利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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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条件下，生产和生活都频繁处于与陌生人的

交换中，理性契约的观念逐渐嵌入到乡村社会的

内生基础，削弱传统熟人社会道德情感约束的效

力，甚至，经济越是发达，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契

约关系越是远重于道德情感关系。但经济对乡村

社会的影响远不如对城市那样完全，乡村始终保

持着生产生活精神文化一体，外来人口以贡献人

才、资金、技术等社会资本嵌入到乡村社会发展

之中，定居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大城市人口的流动

性。换言之，多元化外来人口的加入，并没有改

变乡村社会的主体性，而是以“入乡随俗”的理

念逐渐融入到当地乡村社会生活之中。

要强调的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社会，只

要有老村民在，其熟人社会的底色就不会变。多

元化的外来人口经定居长期生活，逐渐与老村民

融为一体，新村民、老村民的社会交往很大程度

上依然遵从传统熟人社会的礼俗规则，受新老村

民、邻里街坊等交往群体的道德制约。市场、经

济发展部分，要遵循理性契约的精神，以法治托

底约束。由此，经济发达的现代化乡村社会治理

中契约治理的占比较高，但依然不能忽视乡村社

会事务治理中的熟人关系作用的发挥。

（（二二）） 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偏重熟人关系治理　偏重熟人关系治理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乡村社会，大量的青壮年

人口外流，留下妇女、儿童、老人的“386199 部

队”，直接导致乡村的“空心化”现象突出。朱

启臻教授认为，乡村社会的人口外流是现代化发

展的必然趋势，科学技术发展提高了生产力，产

生的乡村剩余劳动力必然要转向城市谋求更好的

发展，这不是乡村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相反

地，人口外流减少了乡村社会的人口，从某种程

度上是提高了留守人口的人均占有生产生活资料

水平。很多外流的人，他们并没有融入城市生

活，只是在城里挣钱然后寄回老家供养留守家人

的生活，他们日常即通过微信、电话、视频等方

式与家人、亲朋好友、邻里等保持着必要的人际

交往，并且愿意通过线上的方式参与村庄的公共

事务建设。

在这样的地区，乡村社会基本保持着传统熟

人社会的社会形态、社会交往和价值意识形态，

经济社会关系也比较简单。外流人口的“两栖

式”生活生产方式并没有给乡村社会带来市场经

济的产业，结婚生子可能会给乡村社会带来一些

陌生人，但少量的陌生人只是短暂停留或融入乡

村社会，完全触及不到原有传统熟人社会的本

质。这样的乡村社会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观念

和价值体系，乡村道德情感或舆论制约机制作用

的空间大，理性契约作用的空间相对较小。当前

依靠人情、面子以及其他非正式规则的简约治理

是低成本、高成效的治理模式［15］。因此，经济欠

发达的西部乡村治理中情感道德关系要强于理性

契约关系，采取关系治理模式的比重就明显高于

契约治理的模式。

（（三三）） 经济中等地区经济中等地区：：熟人关系与契约复合熟人关系与契约复合

治理　治理　

中部地区乡村社会有一部分人在当地就能很

好地谋生，也有一部分会选择流向城市就业、受

教育等，如果经济产业发展较好，也会吸引一部

分外来人口就业、定居，如陕西省袁家村就是非

常典型的案例。新村民与老村民共同组成的新型

乡村社会中，大部分的新村民是被当地的市场经

济发展要素所吸引，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领域，理

性契约精神维护基本的交易秩序，法律提供托底

保障。新村民随着长期做生意或上班打工的稳定

而逐渐定居下来，与老村民逐渐建立稳定的日常

性生活交流，“入乡随俗”式融入当地生活，遵

从当地的风俗礼仪，参与老村民家里的婚丧嫁娶

仪式，新村民家庆祝节日、婚丧嫁娶等仪式既保

留老家的一些习俗，也会加入一些当地的风俗习

惯礼仪。在价值观念上，新村民也受当地伦理价

值和道德舆论的制约，负面的道德舆论会使新村

民无法在当地继续生活，甚至对其所从事的经济

生产工作也会有影响，这也是新村民往往会不自

觉入乡随俗的缘由。

由新老村民共同组成的新型乡村社会，在经

济生产领域，理性契约的精神是自由交易的基

础，法律为市场主体提供保障机制。在生活和精

神文化发展领域，新村民入乡随俗，融入当地老

村民的生活中，其口音、语言风格、生活习俗、

假日仪式等都逐渐与老村民同质化，共同受当地

乡土伦理的道德制约。在某种程度上，入乡随俗

的生活能为经济生产提供更顺畅发展的条件。对

于新型乡村社会，理性契约精神与熟人关系的伦

理观念分别在不同领域起显性作用，在某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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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还可能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新老村民共同生

活的乡村治理应发挥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的优势

组合作用，在市场主题领域偏重于契约治理，在

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领域，要发挥熟人社会关系

治理的效能。当处理两者交互的事件时，要将契

约治理和关系治理有机结合。总之，新型乡村社

会治理要注重运用传统熟人社会关系治理与现代

化契约治理相复合的治理模式。

四、地域民族文化视角下的治理

模式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地域性

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成员的基本认同与行动单元

的基础，汉族的民族文化范围广泛，难以用民族

文化作为基本的行动单元。而少数民族地区独特

的民族语言、服饰建筑、历史传统、风俗习惯、

民族信仰和节日庆典等共同的民族文化记忆，形

成各民族独特的文化，构建出传统“族长”“寨

老”等权威组织、集体共同遵守的族规和民族风

俗等体系化的社会自治制度，这种治理模式具有

强烈的民族性、在地性、自治性特点。如苗族寨

老、黎族袍隆扣、回族的开斋节等发挥着独特的

治理价值。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汉族地区的治理

文化。现代化发展背景下，青年人外出接受教育

或务工成为大的趋势，市场和行政力量叠加起来

造成本土文化传承的实际断裂，影响民族村寨共

同体的治理效能，这是民族村寨衰落的基本逻

辑［16］。但少数民族的民族组织粘性、独特的民族

风俗及民族信仰的力量等依然给族员以强大的归

属感、凝聚力，对民族成员起着文化认同与道德

约束的作用。因此，相比汉族地区，各少数民族

地区要充分挖掘其丰富的民族文化治理资源。

从传统到现代，少数民族的社会治理模式经

历“乡规民约”“政、教、礼、法互嵌模式”“行

政治理模式”，这是民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但

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宗教信仰、习俗文化中蕴

含着巨大的自治优势，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

理必然以柔性治理为基本方略，即必须在充分尊

重民族地区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善治”［17］。

（（一一）） 民族文化基础上的治理模式　民族文化基础上的治理模式　

传统的少数民族是以民族、血缘关系为纽带

形成的熟人社会，为了解决恶劣地理条件下的生

活生产困难，形成以寨老、长老等民族权威为自

然领袖，如苗族瑶族的“寨老”、彝族的“家

支”、壮族的“都老”、侗族的“侗款”、布依族

的“议榔”组织等，在这里统称为“寨老”式自

治组织。寨老等一般由民族内部德高望重又乐于

奉献的老年人担任，没有特权或报酬，完全是公

益行为，甚至在失职时还要受罚。寨老不是自封

的，也不是由村中年长的人自然而然地担任，而

是由本民族的所有成员共同推选产生，或是由年

迈卸任的寨老举荐经群众认可的人担任。寨老组

织具有动员族员参与公共事务、建立成员互惠机

制、调解民族内部矛盾纠纷、执行民族规约、主

持与寨内民俗相关的仪式、传承抵御外部风险等

功能，维护和谐、友爱、团结的民族秩序。传统

民族性村寨具有强烈的民族集体意识，在维系村

寨生活生产互助、传承民族文化、维护村寨良好

的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依靠各自

的民族特色实现自治。众所周知，侗族是一个

“没有国王的王国”，即是依靠寨老组织的功能发

挥得以维持长期的稳定与发展。

随着现代化经济社会发展，少数民族的生产

生活方式、组织形态、民族风俗等民族结构性趋

于松散。一些传统的民族性组织的权威性与治理

能力式微，或与现代性社会教化的价值观念不相

适应而需进行创造性传承与转化。如苗族传统寨

老组织的权威性被村委组织消解，乡村富人精

英、政府干部、高学历人才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

侵蚀传统的寨老权威，尤其对年轻一代而言。寨

老组织在执行族规、抵御外部风险等方面维持村

寨秩序的功能也在逐渐减弱。但寨老组织的产生

有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当前留守在村寨的成员在

举行婚丧嫁娶仪式、主持民族风俗活动、村寨治

安、日常矛盾纠纷调解等社会事务时依然会先去

找寨老协商支持，而非村干部等官方组织。传统

的寨老组织作为地方民族社会的一套内部组织和

机制，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取消，但其作为一

种非政治权利化、非正式的自治组织在乡村社会

事务中依然有一定的影响力，改革开放后寨老组

织得到复兴，重新在各民族节庆仪式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不可否认，寨老组织存在着对外

部世界了解少、守旧而创新不足等问题，由此要

对传统的寨老组织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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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应现代化乡村治理的要求，如当前侗族寨老

组织创造性转化为老年人协会继续发挥作用，创

新现代化少数民族治理模式。

（（二二）） 民族习俗影响下的治理模式　民族习俗影响下的治理模式　

少数民族族群为适应独特的地理生存环境形

成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经所有成员长期互相适

应累积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广泛的

民族认同性、传承性和凝聚性，每位族员都是其

民族文化的承载者、传承者。共同的信仰是民族

成员的基本价值取向，并在日常生活中具象化。

各民族几乎都发展了各自的民族语言、服饰、建

筑、风俗仪式、歌谣、节日庆典等，这些民族性

文化特征为民族成员提供了强烈的民族认同，而

在民族认同中所传承的民族心理、民族伦理规

范、民族价值观等高度凝聚民族成员形成集体文

化，强化民族精神，有效维系民族成员并实现民

族整合。

民族歌谣、风俗、节庆等具有传承民族文

化、增进日常情感交流、化解矛盾纠纷等多种社

会功能。歌谣往往借用大量比喻，是历史、文

化、知识、伦理的重要载体，在生活礼仪、生产

互助、节日风俗、调解纠纷、道德舆论约束等方

面发挥传承教化民族成员的功能。侗族没有专门

的民族文字，但有独特的民族语言，日常多采用

歌谣的形式口口相传，如侗族人民从“行歌坐

月”，到定情、结婚，乃至离婚都有一套自己的

歌谣传唱习俗约定。苗族古歌至今仍然在传唱，

反映了农耕文化背景下苗族的传统文化、伦理道

德及节日风俗等，有着比较完整的文化和社会功

能。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年度祭祀大典。黎族在

每年的“三月三”传统节日，由黎族奥雅主持开

展祭祀大典活动，通过击鼓鸣锣、默哀缅怀、代

表献祭、跪拜始祖神袍隆扣、鸣放粉枪、恭读祭

文、乐舞告祭、拜谒圣祖、敬献彩虹等方式完成

庆典。以其为核心的传承构建了黎族民众关于祭

祀、敬仰祖先、风俗仪式、道德信仰、巫术等一

系列综合性价值伦理观念与生活习俗，长期对族

群成员的行为起着规范性作用，成为维护黎族地

区社会秩序的有效方式。所有参与的成员都有共

同的信仰，带着虔诚的愿望自愿参与，祖先神作

为凝聚族群的内核力量形成强烈的民族自信心，

也发挥法律的作用，在无形之中约束了所有族群

成员的行为方式，维持良好的民族秩序。

当前年轻一代的不断外流使民族文化传承出

现断层，传统的民族道德约束力和族规的效力衰

减，民族语言、民族服饰、民族建筑等民族文化

符号式微。随着民族旅游业的兴起，鼓楼、寨

门、歌舞等标志性的民族要素被同质化打造，传

统的民族习俗不断被简化，歌谣传唱只保留了其

群众性、娱乐性的功能以迎合生产经济效益，丧

失了内在传统的道德伦理教化功能，民族文化正

在失去它特有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价值体系功

能。同时，传统的民族风俗习惯，既有优良的传

统又有残余的陋习，适应现代化的民族风俗应坚

持去陋存良，充分发挥优良传统的积极作用。民

族地区应以其独特的文化资本为抓手，开展综合

性治理，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全面发展［18］。

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治理模式，要注重发挥民

族语言、歌谣、服饰、节日庆典、习俗、信仰等

非正式制度的社会功能，提高民族成员参与民族

文化传承的意识，重构现代化民族文化的内在道

德教化功能，实现低成本、高效能的在地化民族

治理。

（（三三）） 少数民族与汉族治理模式比较　少数民族与汉族治理模式比较　

围绕少数民族与汉族地区在治理单元、治理

主体、治理规则方面的对比，厘清治理什么、谁

来治理、如何治理的问题。少数民族乡村社会治

理不仅存在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还包括现代

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蕴

藏着不同的现代化治理资源。村寨是少数民族地

区的基本单元。就横向联结乡村社会的组织而

言，少数民族的寨老组织是集合了家族组织、村

民小组、老年组织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组织，

凝聚社会的功能更强。传统的苗族“寨老”、侗

族“侗款”等民族特色社会资源经现代化的创新

发展后，创造性转化为与现代化乡村社会相契合

的老年人协会组织，这是对传统民族自治制度的

现代化整合。相较于汉族，少数民族地区较好地

保留了传统的民族语言、建筑、风俗、节庆等民

族文化，蕴涵着少数民族乡村治理的重要地方组

织资源和乡土根基。如苗族民众大多信仰原生宗

教，信仰鬼神、崇拜祖先、遵守民族禁忌以及巫

术等。原生宗教通过习俗、礼仪把某些观念神圣

化，使人们在强烈的敬畏中遵从各种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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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约束力是历史悠久、成本低廉、成效最显著

的一种“法”。贺雪峰等人认为，越是同质性高

的社会，社会关联性越强，集体行动的一致性越

高［19］，也就越容易实现乡村自治。少数民族群体

的同质性较高，民族性文化天然融合了族规、风

俗、节日等“软约束”的教化功能，民族性导致

其社会交往特点比熟人社会的交往更亲密，更具

有自主性、在地化的治理特点。

民族地区既有一般乡村社会的普遍特点，又

有其独特的民族属性。民族属性是民族地区社会

的基本底色。受现代汉语教育推广、族际婚姻范

围扩大、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变迁等方面的影

响，传统民族文化对族员的凝聚力和制约性式

微。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治理要重新激发传统民族

组织活力，弘扬现代化少数民族歌谣、风俗礼

仪、节日庆典的教化价值，激活民族性的风俗传

统、道德行为规范等内生约束机制资源，增强民

族地区乡村社会治理实效。总之，民族地区的乡

村治理要注重挖掘民族历史文化、民族认同、民

族精神的凝聚力，并使其所蕴含的治理资源和民

族习惯法的内在规范性共同形成社会整合力量。

五、总结  

乡村社会的基本组织认同单元、经济发展水

平、民族文化认同等要素组合呈现出多元化的乡

村社会形态，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模式表现为统一

制度下的差异性特点。从宏观地理、生产条件为

基础的南方宗族型村庄、北方原子化村庄，对应

紧密型治理与松散型治理模式。市场经济的高速

发展是以理性契约精神为前提，工商业经济具有

明显的人口、资源、技术等规模效应，越是经济

发达的地区，陌生人社会性质越明显，形成理性

契约关系主导的治理模式。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地

区，熟人社会性质越显著，以熟人关系为基础的

道德伦理治理模式仍然有效。大多数少数民族地

区依然保留了较多的传统民族文化特性，受地理

环境、历史文化的制约难以实现经济的规模效

应，由此应在尊重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探索现

代化的乡村治理模式。邓大才研究乡村治理的善

治之路时指出，最适宜的善治是一个依据乡村的

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等差异而制定的多类型的

“组合筐”，采取自治、法治、德治两两组合或三

者组合的方式开展乡村治理，以实现低成本高稳

定性的善治。善治没有最佳模式，只有最适宜的

状态［20］。

乡村的差异并不局限于社会组织结构、经济

发展程度、民族文化传统等，还包括地理位置、

生态环境、基层组织等方面的差异。“差异性”

是理解多元化、非均衡性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视

角，以此为基础进而探索统一制度下差异性的乡

村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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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l governance under unified system：  theoretical logic and basic framework of diversified vil⁃
lage governance model

ZHANG Yating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eijing City University，Beijing  10008，China）

Abstract： The differences in social foundations such as organizational forms， economic developme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
tions of rural society at present in China determin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orresponding village governance models.  This paper at⁃
tempts to construct a diversified village governance model from three dimensions：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unit， economic develop⁃
ment and regional ethnic culture.  The southern rural society takes the clan organization as the identity and action unit， which con⁃
stitutes a compact governance model of clan organization， while the northern rural society takes the family as the basic action 
unit， which tends to be in loose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premised on market contract， and devel⁃
oped areas is more inclined to be in contract governance， while underdeveloped areas is more inclined to be in acquaintance gover⁃
nance.  Regional ethnic culture is the basic identity and action unit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short， the village governance models in 
different regions need to be combined with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with certain flexibility and elastic social space， and the basic 
framework of different village governance models can be constructed on this basis.
Keywords： Rural social organizations； Rural economic level； Regional ethnic culture； Differenti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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